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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具有明显的组态特点，因此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及其要素间的联动效应，立足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样本，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的不同组态影响区域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明晰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路径以及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结果表明：不存在人才高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实现区域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的贡献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驱动人才高集聚的路径有3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而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基于研究发现，最后从“补短板+锻长板”“政府引领+平台赋能”“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四方面提出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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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Regional Talents Agglomeration: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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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Abstrac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alents agglomeration are interwoven and interdependent, and have obvious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ir linkage effects, based on the five helix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etical framework, takes 31 provinces in China as the case samples, u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 of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five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namely government,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publ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n regional talents agglomeration, and clarify the path that promotes the high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e non-high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the contribution levels of all factors required for talents agglomeration varies greatly, from high to low, they are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enterprise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public, among which the public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basically equivalent;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drive the high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which are inclusive innovation-driven,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while there are two ways to lead to non-high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namely weak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regional talents agglomeration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making up the short board+forging the long board", "government guidance+platform empowerment", "upgrading public service+a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s the core+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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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日益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正在由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人才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突出[1]。人才资源作为创新的第一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提升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2]。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近些年来，国内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凸显了人才集聚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而吸引人才集聚的有利条件是地区良好的创新环境[3]。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和赖以发展的环境，能够为人才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源、环境及保障体系，因此建设功能齐全、互动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各地区加速发展的重要引擎[4]。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哪些路径影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区域人才集聚？各地区如何找到适应自身禀赋的人才高集聚路径？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解锁人才集聚“密码”，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对于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集聚良性互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人才集聚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人才集聚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牛冲槐等[5]指出经济环境、教育环境、政治环境、组织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创新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人才集聚；徐茜等[6]则认为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人口环境及自然环境是人才集聚的基础；郭鑫鑫等[7]的研究表明经济与社会公共服务是影响人才分布的主要因素。但现有关于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并且大多关注各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单独或线性影响，对于多因素复杂因果机制的解释力非常有限。而现实中，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组态而非线性的特点。创新生态系统将各要素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更有利于从整体视角系统分析多要素并发对人才集聚的协同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联动效应，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探究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以期弥补多要素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研究的不足，同时为各地政府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创新生态系统是在科技不断进步、竞争日益激烈、发展强调可持续等社会变革驱动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创新范式[8]，经历了三螺旋到四螺旋再到五螺旋的演化过程。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是在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公众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然环境，将创新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需求，不仅强调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的多元性，也强调要素之间形成的协同创新、共存共生共荣的动态网络系统[9]。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人才赖以生存发展的载体和环境，对人才流动、集聚、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影响人才集聚的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更好地反映了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互动协同演化，是分析当前区域创新发展更为理想的工具。
2.1 政府
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制度创新者的角色[10]，对人才集聚具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评价、使用等方面形成制度优势，直接助力人才快速集聚[11]；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直接影响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性[12]，政府通过增加科技、医疗、教育支出，完善公共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人才提供生活便利，从而间接吸引人才集聚。
2.2 企业
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活动的主体，能够为人才就业、发挥才能、实现价值提供平台，是人才集聚的主要载体。一个区域的企业数量越多、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与人才成长效应就越强，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平台和更丰富的学习提升机会[13]。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可以促进人才集聚。
2.3 高校与科研院所   
人才集聚主要来自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两方面[11]。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区域人才培育和供给提供有力支撑，是区域人才内生增长的源头。高校不仅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而且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进修机会等能够吸引外地人才流入[14]。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科研院所可以培养出一批本土人才，形成小范围、初始化的人才集聚，进而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与信息共享效应吸引更多人才集聚[13]。
2.4 公众
国家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持续繁荣[15]。有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创新3.0”阶段，如刘畅等[10]、Ngui等[16]、王珍愚等[17]的研究指出，与之前创新1.0和2.0不同，创新3.0引入了公众角色，公众成为企业产品或服务创新的重要共创者、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主体，建立全面参与机制，与其他创新主体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形成价值网以实现集成式与交互式创新。公众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本地区对创新的开放性和包容度，而这种重视创新、尊重人才的创新环境不仅能够激发地区创新活力，也有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2.5 自然环境
[bookmark: OLE_LINK3]人才是具有多样化需求的社会人，当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后，会激发出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对生活品质的需求[18]。近些年来，城市的休闲和自然适宜性对于人才集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19]。Florida等[20]认为自然环境在吸引人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才更倾向于在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进行创新创业活动。He等[21]的研究也表明，城市花园、自然景观等生态设施水平有利于集聚创业人才。
综上所述，现有相关研究探讨了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但对各要素间多种不同组态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的复杂机制研究不足。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相互协作、资源互补、共创价值[22]，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现实中，人才集聚水平也往往不是单一要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多种要素的复杂关联性、从组态视角探究人才集聚问题，可以对其内在机理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人才集聚的特点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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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生态系统对人才集聚的协同作用框架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3.1 必要条件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遵循整体性和系统性思路，通过跨案例比较能够分析多要素构成的组态而不是单个要素对结果的影响，而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区域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即属于这一类问题。为了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集聚之间的复杂因果机制，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相结合的方法。Vis等[23]研究表明QCA和NCA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虽然QCA也可以识别变量间的必要关系，但只能够定性地识别是否是必要条件，并不能定量说明一个条件在什么程度时才是一个结果的必要条件[24]，而NCA在确定必要条件的同时还可以分析必要条件的效应量，即瓶颈水平[25]，因此本研究采用 NCA方法分析创新生态系统的某一或某些要素是否为以及在什么水平上是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然后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析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不同组态对人才高和非高集聚的影响路径。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中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作为样本，既具有中国情境下充分的同质性，各省份的人才集聚水平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满足里豪克斯等[26]主张选择的案例总体要具有充分同质性和最大异质性的要求，31个案例也能实现案例间的充分比较以及结论的外部有效性[27]。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及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3.3 测量与校准
3.3.1 结果变量
借鉴王黎明等[28]的研究，通过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的构成比例来衡量人才集聚水平（LQ），并运用区位熵模型来计算。公式如下：
LQ=           （1）
式（1）中：表示地区就业总人数；表示地区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数量；表示全国就业人员数量；表示全国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数量。
3.3.2 条件变量
本研究中共有5个条件变量，每个条件变量分别设置二级指标进行测算；一个条件变量有多个二级指标时，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然后加权计算得到该条件变量的综合指数。
（1） 政府。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故选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作为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另外，参考张扬[29]的做法，通过科技财政支出占比、教育财政支出占比反映政府在创新、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导向。
（2） 企业。企业是人才集聚的重要载体，企业的数量越多，意味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越广阔，因此使用企业单位数量表征地区人才承载平台。
（3） 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载体，借鉴张爱琴等[30]的做法，使用科研机构与高校数量来表征。
（4） 公众。公众参与创新活动的范围可以从创新用户信息的系统化搜集、应用到用户自主创新等活动[31]，公众参与这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创新环境的好坏，而区域创新环境是影响人才集聚的软条件，因此采用区域创新环境这一指标进行衡量。
（5） 自然环境。选取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覆盖面积、平均空气质量好于二级的天数来衡量。
3.3.3 变量处理及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根据原始数据将各个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25%）。对于人才低集聚度的设定，则是取人才高集聚度的非集。校准结果见表1。
表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及数据校准
	变量
	测度指标
	
	变量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人才集聚
	人才聚集度
	0.750
	0.350
	0.180

	政府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0.290
	0.260
	0.240

	
	人均科技财政支出占比
	
	
	

	
	人均教育财政支出占比
	
	
	

	企业
	企业单位数量
	1 031 865.000
	599 648.000
	239 091.000

	高校与科研院所
	高校及科研院所数量
	229.000
	193.000
	147.000

	公众
	区域创新环境
	28.460
	25.100
	20.620

	自然环境
	森林覆盖率
人均绿地覆盖面积
平均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
	53.020
	42.650
	18.750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使用NCA方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采用CR和CE两种方法得出效应量。效应量（d）的取值范围为0~1，借鉴Dul[32]的研究，0.0≤d＜0.1为低等效果，0.1≤d＜0.3为中等效果，0.3≤d＜0.5为高等效果，0.5≤d＜1为超高效果。Dul等[24]的研究表明，实践中，若效应量不小于0.1，且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显示效应量是显著的，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则为必要条件。表2显示，除政府要素属于不显著的高等效果外，其余要素的效应量均属于中等效果，且均未满足效应量与显著性的要求，表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中任何单一要素都不足以单独构成人才高集聚度的必要条件，人才高集聚度是多个条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要素的协同联动更能解释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
表2  中国31个省份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值

	政府
	CR
	90.3%
	0.134
	0.450
	0.299
	0.177

	
	CE
	100%
	0.171
	0.450
	0.383
	0.119

	企业
	CR
	93.5%
	1 271 416.361
	7 461 748.200
	0.170
	0.098

	
	CE
	100%
	1 538 421.650
	7 461 748.200
	0.206
	0.029

	高校与科研院所
	CR
	87.1%
	258.922
	1 059.850
	0.244
	0.087

	
	CE
	100%
	290.180
	1 059.850
	0.274
	0.104

	公众
	CR
	93.5%
	14.491
	100.110
	0.145
	0.008

	
	CE
	100%
	17.438
	100.110
	0.174
	0.124

	自然环境
	CR
	93.5%
	21.735
	146.262
	0.217
	0.187

	
	CE
	100%
	29.159
	146.262
	0.278
	0.102


注：1）置换检验的重抽次数=10 000次；2）范围指【？】。

进一步通过瓶颈水平分析了解各前因条件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见表3），不同的人才集聚度水平所需各要素的最大值水平有所不同，各要素的相对水平排序变化不大，从高到低依次是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公众。具体而言，实现60%的人才集聚度需要35.7%的政府要素、20.9%的企业要素、29.2%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要素、17.3%的公众要素和18.0%的自然环境要素。
表3  中国31个省份人才集聚的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人才集聚度
	政府
	企业
	高校与科研院所
	公众
	自然环境

	0
	1.1%
	NN
	0.4%
	0.2%
	NN

	10%
	6.8%
	1.3%
	5.2%
	3.1%
	2.3%

	20%
	12.6%
	5.2%
	10.0%
	5.9%
	5.4%

	30%
	18.4%
	9.1%
	14.8%
	8.8%
	8.6%

	40%
	24.2%
	13.0%
	19.6%
	11.6%
	11.7%

	50%
	29.9%
	16.9%
	24.4%
	14.5%
	14.8%

	60%
	35.7%
	20.9%
	29.2%
	17.3%
	18.0%

	70%
	41.5%
	24.8%
	34.0%
	20.2%
	21.1%

	80%
	47.3%
	28.7%
	38.8%
	23.0%
	24.3%

	90%
	53.0%
	32.6%
	43.6%
	25.9%
	27.4%

	100%
	58.8%
	36.5%
	48.4%
	28.7%
	30.6%


注：NN表示不必要。

为了验证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进一步采用QCA方法进行识别。各个单独条件变量对于人才集聚度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4。可知人才高集聚度与非高集聚度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系数均未超过0.9，即都不构成必要条件，表明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都不是产生人才高集聚度与非高集聚度的必要条件。 
表4  中国31个省份人才集聚的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人才高集聚度
	人才非高集聚度

	政府
	0.716
	0.432

	  ~政府
	0.362
	0.641

	企业
	0.814
	0.367

	  ~企业
	0.368
	0.804

	高校与科研院所
	0.695
	0.373

	  ~高校与科研院所
	0.387
	0.705

	公众
	0.769
	0.298

	  ~公众
	0.369
	0.832

	自然环境
	0.580
	0.537

	  ~自然环境
	0.573
	0.623


注： “～”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

4.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借鉴张明等[27]的做法，将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分别设置为1.0和0.8。为避免结果中存在子集关系，将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的组态路径结果见表5。
表5  中国31个省份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的组态
	条件变量
	人才高集聚度的组态
	人才非高集聚度的组态

	
	H1
	H2
	H3
	NH1a
	NH1b
	NH1c
	NH2a
	NH2b

	政府
	⊗
	●
	●
	 ⊗
	 ⊗
		⊗
	 
	●

	企业
	
	●
	
	 ⊗
	 ●
	 
	⊗
	⊗

	高校与
科研院所
	●
	●
	●
	 ⊗
	 ●
	 ⊗
	⊗
	●

	公众
	●
	
	●
	 ⊗
	 ⊗
	 ⊗
	⊗
	●

	自然环境
	⊗
	⊗
	●
	
	 ⊗
	 ●
	●
	●

	一致性
	0.955
	0.850
	0.987
	0.884
	0.892
	0.897
	0.954
	0.829

	覆盖度
	0.141
	0.318
	0.357
	0.443
	0.067
	0.229
	0.300
	0.109

	唯一覆盖度
	0.066
	0.195
	0.235
	0.212
	0.280
	＜0.001
	0.062
	0.071

	解的一致性
	0.905
	 0.871

	解的覆盖度
	0.618
	 0.619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4.3人才高集聚度条件组态分析
如表5所示，人才高集聚度的3个组态一致性均接近1，表明这3个组态均是人才高集聚度的充分条件。3个组态覆盖了绝大多数案例，解释了大约62%的人才高集聚度的原因，可以看出，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五要素在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过程中存在协同关系。依据3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及其背后的解释逻辑，发现3类人才高集聚度的驱动路径：
（1）包容创新驱动型路径。该路径由H1组成，其中高校与科研院所和公众起核心作用，表明当区域有足够多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公众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较多时，有利于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人才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14%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主要有上海和四川。上海拥有较多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创新基础雄厚，公众参与创新的意愿较高，人才有广阔的发挥空间，吸引了大批人才集聚。据《202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四川拥有160所科研院所和134所高校，总量位居全国第二【补充标引著录年鉴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替代引用著录！！！且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且创新创业活跃度较高，因此形成了较高的人才集聚度。
（2）政产学研联动型路径。该路径由H2组成，其中政府起核心作用，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发挥辅助作用，表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产学研联动有利于促进人才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32%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符合该组态的案例有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其中最典型的为江苏和山东。江苏的政府科教支出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高，不仅聚集了大批企业，还有不少高校与科研机构，具备承载大量人才的能力。2019年山东的政府科教支出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三，同时山东拥有144所高校和184个科研机构【问题同前！！！】，且化工产业非常发达，拥有广阔的人才承载平台。
（3）内生增长型路径。该路径由H3组成，表明当政府予以足够的支持，区域内拥有较多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且公众参与和自然环境均较好时，也能产生人才高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36%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包括广东、北京、浙江、陕西、江西，其中最典型的为广东和北京。广东政府对人才的支持力度大，营商环境佳，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众多，加之其拥有良好的空气质量、自然环境，成为很多创新创业青年的向往之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全国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良好的公共服务及人文自然环境，成为人才集聚的主要阵地。
4.4 人才非高集聚度条件组态分析
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5个组态的一致性大多接近于1，表明这5个组态都是人才非高集聚的充分条件。5个组态覆盖了绝大多数案例，并解释了约62%的人才非高集聚度的原因。由于人才高集聚度的条件组态与人才非高集聚度的条件组态具有非对称性，因此本研究对人才高集聚度取非集，进一步分析导致人才非高集聚度的组态。通过综合上述5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得出2条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
（1）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路径。主要表现为组态NH1a、NH1b、NH1c，其中政府和公众为核心缺乏要素，表明如果政府在科技、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强度不足，且缺乏公众参与的良好创新环境时，无论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自然环境发展状况如何，都可能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组态NH1a的典型案例为内蒙古，除了自然环境，内蒙古在其余各方面表现都欠佳的条件下更易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组态NH1b的典型案例是广西，广西虽然有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等边缘条件存在，但由于公共服务及创新环境欠佳，依然难以吸引人才集聚。组态NH1c的典型案例为山西，由于政府科技、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公众创新活跃度不高，创新环境在31个省份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吸引人才集聚。
（2）企业发展滞后型路径。包括组态NH2a、NH2b，其中企业为核心缺乏要素，表明只要企业发展滞后，无论其他4个要素发展状况如何，都会造成人才非高集聚。其中，组态NH2a的典型案例为海南，其经济结构单一，以房地产与旅游业为主，无法给多样化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加之缺乏良好的创新基础与创新环境，仅靠优美的自然风光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才集聚。组态NH2b的典型案例为陕西，该组态中虽然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这4个要素作为边缘条件存在，但由于企业这一要素缺失，导致了人才非高集聚。
5 稳健性检验
将人才高集聚度集合的完全隶属阈值和完全不隶属阈值分别调整为70%分位数和30%分位数，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组态稳健性检验。从表6可见，人才高集聚度条件组态与原组态一致，人才非高集聚度的3个条件组态均为原组态的子集，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仅有微小变化，表明本研究的结果稳健。
表6  中国31个省份产生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人才高集聚度组态
	人才非高集聚度组态

	
	H1
	H2
	H3
	NH1
	NH2
	NH3

	政府
	⊗
	●
	●
	⊗
	⊗
	

	企业
	
	●
	
	⊗
	●
	⊗

	高校与科研院所
	●
	●
	●
	⊗
	●
	⊗

	公众
	●
	
	●
	⊗
	⊗
	⊗

	自然环境
	⊗
	⊗
	●
	
	⊗
	●

	一致性
	0.951
	0.887
	0.988
	0.851
	0.880
	0.901

	覆盖度
	0.121
	0.289
	0.352
	0.446
	0.059
	0.297

	唯一覆盖度
	0.063
	0.213
	0.265
	0.220
	0.420
	0.072

	解的一致性
	0.929
	 0.865

	解的覆盖度
	0.618
	 0.561



6 结论与启示
6.1 主要结论
（1）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和自然环境均不是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单个要素对人才集聚的作用非常有限，人才高集聚度是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人才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
（2）实现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贡献的最大值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
（3）实现人才高集聚的驱动路径有3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即当某一地区有良好的创新基础和包容的创新环境时，或者政府主导下产学研联合发力时，又或者高校与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且公共服务环境较好时，都有利于区域人才集聚。
（4）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分别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即公共服务水平及公众参与度低或者企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均不利于区域人才集聚。
6.2 政策启示
（1）“补短板+锻长板”，打好引才聚才“组合拳”。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人才集聚并非某一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避免仅仅支持单一要素发展的倾向而忽视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互动联结的过程。各省份要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补短板、强弱项，精准施策，着力解决自身发展短板，摆脱人才集聚“卡脖子”的困境；同时“锻长板”，把长板锻造得更强，“锻长板”与“补短板”齐头并进，运用组态思维，通过各要素联动协调促进人才集聚。
（2）“政府引领+平台赋能”，激发人才集聚“加速度。当前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但从长期来看，促进区域人才集聚既要发挥好政府的引领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在当前企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人才集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各省份应积极拓展产业舞台的吸引力与承载力，通过创新加快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创造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为人才集聚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全力搭建产才融合平台，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形成产业引聚人才与人才引领产业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其次，应加快建设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时收集人才需求与供给方面的信息，打破人才配置的时空限制，实现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
（3）“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营造“有温度”的人才生态环境。促进人才集聚应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公众参与度，因此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技术，准确把握人才的公共服务需求，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围绕人才管理、人才业务办理、人才服务工作，实现人才服务全覆盖。探索培育人才服务专员，及时回应和解决人才关切问题。全力构架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相配套，生活服务和事业服务相衔接的智能高效人才服务体系。同时，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激发更多的公众持续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创造公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逐渐在全社会形成公众参与创新创业的良好创新氛围。
（4）“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建构可接续人才内生增长体系。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两条人才高集聚路径都反映了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基础性地位，也体现了政产学研联动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各省份应以打造一流高校为核心，在政府引导下，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深化产教融合，加速构建面向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形成人才培养共同体。通过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全方位融合，加快实体经济与人才资源的协同发展。以建设创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抓手，全面优化区域高校布局，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培养人才，优化专业结构，提升高校专业与地方产业的契合度。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各方专家与高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学校育人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把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实训基地与企业平台相匹配，政产学研强势联动、合力育人，同时激发产业吸附效应及人才集聚潜能，建立起可接续的人才内生增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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